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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艺术研究始于 19世纪大量史前时期洞

穴壁画及岩画的发现。20世纪以后，这一领域逐

渐脱离了早期的资料搜集和复制，发展出较为完

整的研究理论和方法。20世纪初，史前艺术研究

的主流方法是“场景与事件”论和“为艺术而艺

术”论。20世纪 20年代以后，阿贝·步日耶（Abbe
Breuil）的“狩猎巫术”说主导着史前艺术研究领

域；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勒内 - 高尔汉(Le⁃
roi-Gourhan)等学者又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结构主

义理论。在此期间，史前艺术研究的对象一直以

洞穴壁画、岩画和雕塑等经典艺术形式为主［1］。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后，在西方后过程考古

学的影响下，史前艺术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均出现

转向，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具象艺术扩展到非具象

艺术，从以往重点研究的不可移动的艺术形式拓

展到可移动的艺术形式，以往被忽视的人工建筑

物、大地艺术以及被认为没有意义的刻划符号、

手印等，现在都被纳入史前艺术研究的范畴［2］，如

陶器研究即从这一时期开始成为西方考古研究

的重要领域［3］。一些学者甚至考虑以物质艺术、视

觉文化等新概念取代传统的艺术概念［4］，以使其

与现在的研究范畴相称。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

越来越关注史前艺术遗存和自然环境及社会背

景之间的关联［5］，并开始利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

果，如民族学、社会学及心理学方面的最新进展

支持自己的论证［6］。

我国的史前艺术遗存少有在欧洲等地区常见

的洞穴壁画、雕塑等艺术类型，而以陶器、玉器、骨

制品、贝壳等人工器物或个人装饰物为主。由于国

内长期缺乏艺术史的研究传统，而这类艺术品直

到20世纪70年代才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因而，

国内的史前艺术研究起步较晚，在方法上也较为

单一。大部分的相关研究基本以图像的描述为主，

再辅以民族志材料的佐证，仅有少部分学者在研究

中尝试了艺术的形式分析［7］，或是借鉴了国外的最

新理论［8］。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对有关研究方法及研

究对象的探讨还非常少，而这对本领域的发展无疑

是至关重要的。本文旨在：（1）分析国外史前艺术材

料阐释的主要观点；（2）通过比较分析，了解主要分

析方法所存在的问题；（3）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并通过初步的案例研究实践加以说明。探索之作，

多有不成熟之处，期待学界的批评指正。

一 史前艺术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与当代艺术研究相比，史前艺术领域相对冷

僻，但即便如此，简要地概括这个领域的主要观

点也绝非易事。因此，本文将主要以旧石器时代

考古探索

史前艺术研究方法新探

陈继玲 1，2 陈胜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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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为例进行分析，一是因为史前艺术研究肇始

于此，二是因为研究材料有限，更容易把握，三是

因为它涉及的领域广阔，能够较好地代表这个领

域的发展。

（一）“场景与事件”论

1909年，英国牛津皮特河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馆长巴尔弗（Balfour）在为南非布须曼人

（Bushmen）的岩画艺术的书的序言中提出，这些

布须曼人的岩画主要描绘了日常生活场景。在20
世纪早期，巴尔弗的“场景与事件”论在南非的岩

画艺术研究中逐渐成为主流观点［9］。尽管绝大多

数研究者并不同意这种简单、粗疏的论断，但始

终有学者认为，史前艺术表现的舞蹈、狩猎、捕鱼

等画面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及事件的反映，史

前洞穴中描绘的野牛仅是野牛形象的写实，而不

应把这些图像与力量、繁殖等象征意义相联系。

比如，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Freeman）提出，阿尔

塔米拉（Altamira）洞穴中巨大的天顶壁画仅仅是

如实描绘了猎人们亲眼所见的野牛在夏末交配的

景象［10］。《剑桥史前插图艺术史》的作者、史前艺术

研究专家巴恩（Bahn）也不赞成过度阐释史前艺

术。他认为，许多岩石图像并没有深刻的或隐含的

意义，一张捕猎的网可能就是一张网，而不会是萨

满巫师在恍惚状态中感觉到的几何图形［11］。

（二）“为艺术而艺术”论

在19世纪，“为艺术而艺术”也是一种阐释旧

石器艺术的主流理论［12］。拉尔代（Lardet）、皮埃特

（Piette）、莫尔蒂耶（Mortillet）及史前史大师卡尔

泰拉克（Cartailhac）等学者认为，旧石器时代的艺

术没有任何宗教、神话、隐喻或社会功能等方面

的意义，它仅仅反映了远古人类的审美需求，也

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13］。20世纪上半叶，“为

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被“交感狩猎巫术”理论取

代，并且遭到了大多数学者的严厉批评。比如，高

尔汉就认为“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无害但贫

乏”。其他研究史前艺术的学者也大都认为这种

理论毫无价值，“无足轻重”或“仅有历史价值”而

已。然而，还是有少数学者认为这种理论有其合

理之处。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卢克特（Lu⁃
quet）、根纳特（Gennep）等学者就曾否认史前艺术

有特定的宗教、社会或信仰等目的［14］。20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哈维森（Haverson）再次否定了交

感巫术、结构主义等对史前艺术意义的阐释，他

认为史前艺术的产生没有特定的意义，其目的就

是“玩”或者是“为艺术而艺术”［15］。虽然他谨慎地

使用了“为再现而再现”这个新术语，但其目的依

旧是认为研究者没有必要去探究史前艺术的意

义［16］。

（三）“交感巫术”论（Sympathetic Magic）
这种理论的出现与人类学学者的工作有密

切关系。20世纪初，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交感巫术

广泛存在于原始部落中。当时流行的人类学著

作，如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a Studyin Magicand Religion），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都详细描述了交感巫术，特别是“相似性”

和“接触性”这两种最重要的原则。受此启发，考

古学者雷纳克（Reinach）提出，欧洲旧石器时代的

洞穴壁画表现的是与狩猎或生育相关的交感巫

术行为。那些中箭或流血的动物形象，是与猎人

的狩猎行动有关，而与狩猎行为无关的动物形

象，则涉及和繁殖有关的巫术［17］。

20世纪20年代，法国学者步日耶把雷纳克的

交感巫术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在法国和

西班牙边界处的洞穴壁画是某种宗教仪式的表

现，并认为其中大部分都是“狩猎巫术”。由于步

日耶在史前岩画艺术研究中的声望，这一理论在

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力在20
世纪 60 年代达到了顶点［18］。当时的学者海兹

（Heizer）和鲍姆豪夫（Baumhoff）也认为，所有的非

再现性的几何符号也是交感巫术的体现［19］。另一

位学者格兰特（Grant）更极端，他认为：“无论自然

主义的动物岩画位于何处，有一点几乎可以确信，

它们要么被用于狩猎的巫术，要么被用于增加野

兽的供给。”［20］直到20世纪60年代，高尔汉等学者

以结构主义的方法解释这些洞穴壁画后，“交感狩

猎巫术”说才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然而，至今

还有学者认为，也许不是所有的动物壁画都涉及

到交感巫术，但是，多数描述性的动物岩画与这种

交感巫术相关。美国学者凯西尔（Keyser）和惠特勒

（Whitley）就是这种观点的积极支持者［21］。

（四）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继“交感巫术”论后盛行的阐释

史前艺术的一种理论，其影响力在 20世纪 60、70
年代达到极盛。结构主义的研究者认为，研究对

象（如神话、传说等）就像语言一样，其中的各个

要素的意义受制于某种结构（如词语的意义受语

法限制）。并且，他们认为这种结构在史前时期具

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他们的目标就是找出研

究对象中的深层结构，以为后来者具体阐释其中

31



史前艺术研究方法新探

的含义奠定一个框架性的基础。

在旧石器时代艺术的研究中，图像分析和统

计成为结构主义方法的基础。在经典论文《旧石

器艺术的进化》中，高尔汉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对

欧洲旧石器时代的 60处洞穴壁画中的图像进行

分类和统计，进而找出其中的关系。他首先按照

位置关系区分出三类图像：中心位置、次中心的

过渡位置及偏远的洞穴；然后，他又把壁画中的

形象分为动物、人物及符号等三类。结果，高尔汉

发现，在这些洞穴壁画中，野牛（bison）、野公牛

（wild oxen）与马的形象往往位于洞穴中最中心的

位置；鹿、野山羊和猛犸象则位于洞穴中次中心

的位置；位于洞穴最深处的则是犀牛、狮子及熊

这几种动物。此外，高尔汉还把在洞穴中频繁出

现的某些符号归纳为两类：把长方、三角、椭圆及

盾形的符号归为一类，将之称为宽的符号，并认

为这些代表了女性器官；把短的笔触、成排的圆

点、带钩的线条称为窄的符号，认为这些符号代

表了男性器官。在此基础上，他发现，80%的女性

形象或者代表女性的符号往往与野牛及野公牛

的形象关联，而象征男性形象的符号则与其他动

物关联。据此，高尔汉推断出这些洞穴壁画表现

的是以性别区分（男/女）为基础的二元对立的精

神世界。这些壁画上所有的符号和象征以及动

物，要么是男性的象征，要么是女性的象征［22］。

高尔汉的性别二元对立的观点主要受到了

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二元对立范畴的

影响。然而，其他的结构主义者却并不一定赞成

高尔汉的性别二元对立范畴。比如，与高尔汉同

时的法国学者拉明-昂珀雷尔（Laming-Emperai⁃
re）就认为，这些图像不过表明了一个非常古老

的、与神话及超自然存在相关的隐喻体系，其中

只是可能会有雄性和雌性的含义［23］。20世纪70年
代以后，美国学者马沙克（Marshack）在广泛研究了

旧石器时代各种类型的艺术（除了洞穴艺术外，马

沙克还讨论了骨刻、雕塑等可移动的艺术品）后，

也否定了性别二元结构体系的观念。马沙克认为，

史前人类普遍存在的认知结构不是高尔汉所想象

的性别二元对立，而是与自然时序规律变化（如季

节变迁、月亮的阴晴圆缺）及人自然生长规律对应

的一种认知体系。由此，马沙克指出，在欧洲旧石

器时代广泛存在于骨头上的点状或线条刻划纹，

可能是用来记录月亮活动周期的历法［24］。

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尔汉的性别二元结构

理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25］。然而，结构主义

借用的艺术史的形式分析法逐渐成为史前艺术分

析的基本方法，其理论基础，即在旧石器时代广泛

存在着某种统一的认知体系的认识，则启发其他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史前艺术的意义［26］。

（五）萨满教假说

20世纪以后，萨满教逐渐被认为是广泛存在

于史前社会及原始部落的一种原始宗教。20世纪

60年代以后，由于人类学家对西伯利亚地区存在

的萨满教的深刻研究，一些考古学者逐渐认识到

萨满教仪式与旧石器时代艺术之间存在着某些关

联。1967年，德国学者隆美尔（Rommel A.）在《早期

狩猎者的世界》中提出，西欧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岩

画中表现的不是动物，而是动物的精灵，这些岩洞

是巫师施行萨满教仪式的场地。隆美尔的观点和

另外两位研究者克洛特（Clottes）和路易斯-威廉姆

斯（David Lewis-Williams）的观点遥相呼应。这两

位学者在他们的《史前的萨满教的巫师》一文中也

提出了萨满教理论，但他们认为史前的艺术是对

萨满教巫师行使巫术过程的描述［27］。20世纪80年
代，萨满教假说成为阐释史前艺术的主流观点。

萨满教假说的代表性人物是研究南部非洲

岩画艺术的专家威廉姆斯（David Lewis-Wil⁃
liams）。威廉姆斯依据南非及南部非洲其他国家

的民族志中关于萨满教仪式及其功能的描述，认

为南部非洲的岩画艺术的场景描述的是萨满施

行巫术的情景。他指出，在南非岩画艺术中出现

的各种几何形状以及半人半兽等图像，是萨满在

进入恍惚状态下产生，并通过记忆描绘下来的一

种视觉幻象［28］。

威廉姆斯的论断依据的是19世纪末期保留下

来的南部非洲的民族志材料中有关萨满施行巫术

的记录。这些民族志声称，当医疗者（medical man，
即萨满）借助狂热的舞蹈或者服用某种药物时，他

们的身体就进入一种出神或恍惚的状态。在这个

过程中，医疗者感觉到自己经历了死亡和重生，并

能看见某些奇异的景象，比如小鸟、大象、大角羚

以及一些奇怪的半人半生物的形态［29］。在出神的

过程中，这些医疗者能够把疾病从病人的体内吸

出，达到治疗的效果；借助这种过程，医疗者也能

达到其他的功能目的，比如祈求降雨或者控制猎

物的行动、观察远方、去遥远的地方旅行、和邪恶

的死亡之灵作战、变形为动物或者登上“光之线”

（threads of lights）达到天空中神的领域［30］。由此，威

廉姆斯建立了民族志和图像之间的联系，他认为，

南部非洲民族志中的神话和岩画艺术中的图像的

32



《东南文化》2016年第3期总第251期

作者就是医疗者，绘画也是医疗者象征工作的一

部分，其目的就是让公众了解他们的经验世界以

及人在其中的位置［31］；而岩画艺术中的动物形象

是一种隐喻和象征，它们表示的是治疗者在出神

过程中的不同状态。

威廉姆斯的观点不仅得到了其他地区民族

志材料的支持［32］，而且还得到了神经心理学证据

的支持。威廉姆斯甚至推断，在神经心理学证据

的支持下，萨满教恍惚出神的仪式也可以用来解

释西欧地区的旧石器洞穴艺术以及北美地区的

岩画艺术［33］。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萨满教假说只

适用于某些地区，将其推广为一种普遍的理论是

不合适的。学者们尤其反对威廉姆斯将神经心理

学证据作为阐释史前艺术的基础［34］。

二 史前艺术研究方法的比较及讨论

（一）两种典型方法的比较分析

在上述列举的五种观点中，“场景事件”和

“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因其过于简单化已经遭

到大多数研究者的摈弃。至于“交感巫术”论，实

际上是现在的“萨满教”假说的一个早期版本，因

为“萨满教”作为一种原始的宗教形式，其中也包

含了某些交感巫术的成分［35］。既然交感巫术和萨

满教都涉及到原始宗教，二者实际上可以归为一

类；又由于萨满教实际上包含了交感巫术的成

分，我们不妨用萨满教假说包容早期的交感巫术

论。因此，这五种观点中，影响较大的仅有结构主

义和萨满教假说。我们以图表的形式把萨满教假

说与结构主义进行比较分析（表一），以更好地理

解史前艺术的研究方法。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到结构主义和萨满教

在解释史前艺术内容的一些共同特性，即二者都

承认艺术的指称、隐喻的意义，都要借助心理学

证据的支持，并且都认为史前艺术反映了某种一

致的文化模式。但是，两者均未考虑背景关联性，

如景观、环境以及艺术媒介的差异及其他因素所

可能赋予艺术品含义的变化。

在具体的应用方法上，萨满教假说主要依赖

民族志材料以及神经心理学的证据。威廉姆斯的

幸运之处是自19世纪晚期以来，当地保存了和这

些岩画意义有关的丰富的民族志材料；另外，他

所研究的南部非洲的岩画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

某些岩画至今还被当地的土著使用。因此，通过

民族志材料或者采访当地土著，其意义很容易被

揭示出来。

此外，现代神经心理学对威廉姆斯的萨满教

理论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假如没有神经

心理学证据的支持，萨满教理论就不可能被推广

到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岩

画。然而，神经心理学的证据并未得到大多数学

者的支持［36］。

相比萨满教假说对史前岩画艺术内容的近

乎精确的还原，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史前艺术留

给我们的不可能是史前人类实践的残留物，我们

也不可能从中还原他们的宗教或信仰，而最多而

只能得到一个文化结构的框架。另外，结构主义

者非常依赖艺术史的分析方法。威廉姆斯在用萨

满教解释南方的岩画时，只涉及到岩画艺术中的

单个形象，他只需要将岩画中的形象逐一与民族

志的材料对应，就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内容。而

结构主义者对图像的分析是整体的，不仅包括对

结构主义

萨满教

艺术分析

风格

分析

利用风格

变化判断

年代

无

母题

分类

详细的

统计数

据

一般性

的描述

母题关

系

非常详

细

无

同时期艺

术比较

参照同时

代可移动

艺术

无

相关学科

符号学

承认象

征的作

用

承认象

征的作

用

人类学

列维—

斯特劳

斯的结

构主义

大量利

用民族

志及神

话传说

心理学

认知心理

学的假设

神经心理

学证据

景观环境

等背景条

件

无

无

结 论

承认共同的

单一特征

某种认知体

系

承认共同的

单一特征

还原宗教内

容

表一// 旧石器艺术研究中结构主义与萨满教假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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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图形的分类，还涉及到图像之间关系的判断

和风格判断，这就需要研究者有良好的艺术史方

法的训练。倘若没有艺术史方面的训练，高尔汉

难以完成欧洲60处洞穴壁画精细的图像分析。另

外，统计也是结构主义借助的重要方法。在完成

形式分析后，对各种分类图像的统计结果更增加

了高尔汉的立论的科学性，也更具说服力。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以威廉姆斯为代表的

萨满教假说并非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方法。

艺术本身是多元的，艺术的创作动机和功能并非

唯一，它可能是出于一次集会的目的，也有可能

纯粹为了审美，还有可能出于其他的需求［37］。也

许威廉姆斯研究的南部非洲岩画恰好组成了萨

满巫师施行仪式的一个部分，但是将之扩展到所

有的史前艺术领域则是不合适的。此外，萨满教

假说还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几乎忽视了对史

前艺术的形式、图像分析，如题材、形式流变的考

据、风格的判断以及整体结构的分析，而这是进

行艺术研究的基石。

相比之下，结构主义理论对史前艺术的阐释

显示了精巧的艺术分析和对艺术本质的理解，具

有一种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但是，结构主义理论

的缺陷在于仅仅依赖于对艺术品本身的分析，而

未考虑其他可以参照的外部条件（比如民族志的

材料、环境、其他的共生遗存），因此，它的解释只

能停留在某种假想的认知结构的层面；而且，虽

然结构主义者希望能够达到一种统一的解释，但

是，不同的学者却以同样的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

论。因此，虽然史前艺术的意义主要通过艺术本

身的形式揭示，但是，假如没有外部条件的限制，

我们还是难以准确判断其含义。

（二）既有方法的归纳与存在的问题

上文我们分析了代表性观点及其所利用两

种主要方法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史前艺术材料的

研究涉及到的方法要广泛得多。结合非旧石器时

代艺术材料研究来看，国内外史前艺术研究所涉

及的方法可以归纳如下。

1.描述与分类

描述与分类是了解材料的基本步骤。特别值

得强调的是，描述本身也是一个给予定性判断的

过程，即这些材料属于史前艺术品。早期史前艺

术研究的主要贡献就是发现与确定了史前艺术

材料的存在。分类有便于检索材料的目的，与此

同时，分类标准的选择往往直接关系到后来的解

释，因此，分类某种意义本身就是一种解释。

2.艺术分析

运用艺术史的方法对史前艺术材料进行详

尽的风格及图像学分析是过去半个多世纪史前

艺术研究的重要进展。风格及图像分析并非简单

的描述与类比，而是对一种艺术题材及形式的整

体把握及对该传统的深入了解。可以说，风格与

图像分析是史前艺术研究的基石。遗憾的是，这

种方法在国内史前艺术研究中应用尚不普遍。

3.结构主义分析

结构主义分析部分涉及到形式分析，还有一

部分侧重于结构的分析专属于结构主义，如高尔

汉对法国旧石器洞穴壁画的解读。这种方法立足

于结构主义理论，它为史前艺术材料的解读提供

了框架。

4.民族（考古）学的方法

民族（考古）学的方法是考古学研究者所能

凭借的直接且具体的方法，能够提供带有文化关

联背景的解释，但是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存在类

比逻辑所固有的问题：许多方面相同，不等于其

他方面必然一定相同。不过，威廉姆斯就南非材

料所采用的直接历史法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尽

管存在使用范围上的局限（仅限于直系后裔能理

解的材料）。

5.认知考古学分析

认知考古学的方法自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

现，侧重探索人类认知方式的演化与不同文化条

件下的认知形态，通常与进化心理学、认知心理

学、神经心理学等学科结合。后过程考古学兴起

之后，这种方法也产生了明显的分化。认知过程

考古的方法采用人与物二元的立场，更多考虑外

在条件如环境的约束；后过程的认知考古采用的

是一元论，更多强调社会内在因素如宗教意识形

态因素的约束。上文威廉姆斯的研究就运用了认

知考古的方法。

6.景观考古分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景观考古分析的方法。景

观考古立足于现象学思想，强调科学客观描述不

足以充分表达人的主观体验。这一方法目前在史

前艺术中实践不多，但对于那些不可移动的史前

艺术材料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如法国的洞穴壁

画、英国的巨石阵、澳大利亚的艾尔斯岩等。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思想也包含着丰富的景观（融

入了人的环境）的概念。景观分析使我们可以把

史前艺术材料放置在更广阔的自然与人文背景

关联中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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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同史前艺术论点中所蕴含的方法，不

难发现每一种方法其实都有理论基础，这也使得

理论与方法有时难以分离开来。同时，我们也发

现这些方法实际上存在着研究层次的区分，并不

是完全平行的方法，比如描述与分类是任何史前

艺术分析中都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材料

本身的分析是不可替代的，题材、形式的细致分

析是国内史前艺术研究较为缺乏的方面。我们也

注意到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部分方法如直

接历史法有明确的使用限制。再者，理解考古信

息的关键在于背景关联，直接历史法、景观考古

都立足于此。最后，孤立的方法是不可取的，这些

方法之间实际上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问题是采

用什么样的框架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下面将尝

试建立一个可行的方法论框架。

三 关联的方法：一种新方法的可能性

我们研究史前艺术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某件

艺术品在当时条件下的功能作用，以及其中隐藏

的意义。史前艺术研究的对象极为多样，存在的

背景条件各不相同，不同方法的适用范围也有差

异。如萨满教假说局限于某些确实为巫术之用的

艺术遗存。比较而言，结构主义方法比萨满教解

释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史前

艺术形式分析的范例，而且揭示了史前人的心理

和认知结构。但是，结构主义分析的目标仅限于

认知领域，对史前艺术的文化意义则漠不关心；

而且，结构主义者过于依赖对艺术品本身的分

析，却忽略史前艺术品产生的背景、环境等外部

条件，这也导致其结论的多义性。

那么，我们如何更有效地确定史前艺术的意

义呢？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尝试提出史前艺术

研究方法框架（图一）。

首先，我们需要针对艺术品的物质材料进行

分析，这个层面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步骤来完成。

第一步是考虑史前艺术品的类型。艺术品的

类型划分并不在于外在形式的差异，而是与具体

的功能及使用目的密切相关。因此，类型的判断实

则也是一件艺术品的功能作用及其意义的判断，

二者密不可分。比如，欧洲马格德林（Magdalenian）
晚期经常出现一种带有规则的刻划痕的类似骨刀

的兽骨，但是，微痕分析显示兽骨上没有使用痕

迹，由此马沙克判断这种兽骨不是用于生产的目

的，而可能与某种计数的工具有关。由于兽骨上刻

痕的分布及数量恰好与月亮的活动周期大致吻

图一// 史前艺术研究方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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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马沙克判定这是史前人用于计算月亮周期的

工具，其划痕代表的是月亮的活动周期［38］。又如，

在分析旧石器时代广泛存在的一种被命名为维纳

斯的小型雕塑时，马沙克也注意到其中包含不同

的类型，含义也不相同。比如，这些小型雕像中，有

些有圆孔，是适于佩戴的；而有些则比较粗糙，没

有使用或佩戴的痕迹。他认为其中的差异表明这

些雕塑的使用目的不同，由此表明这些被命名为

维纳斯的史前雕塑未必都有生育的含义，其中某

些可能与少女的成年礼相关［39］。这些案例表明，不

同类型的艺术品的划分，与其意义或使用目的密

切相关。

第二步是史前艺术品的艺术分析。在进行艺

术分析时，特征的描述只是起点，其主要目的是

揭示各个母题、形式要素之间的关系及整体结

构。例如，在南部非洲的岩画中，广泛分布着一种

被称为“构型”（formlings）的类椭圆形的图案。很

多学者都试图揭开这种图案的含义。有学者认为

这是地形图，有学者认为这是国王的纪念碑，还有

学者认为这代表着死者的仪式。最近，又有学者提

出新的看法，认为这个图案表示的是某种非洲蚁

穴的结构图［40］。如果我们单纯从图像与外界事物

的相似性出发，围绕着“构型”图案产生的争执就

无法避免，我们也无法判断哪一种观点更正确。因

此，分析史前器物形式的整体结构以及各个结构

要素间组合的关系，就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其次，由于史前艺术遗存缺乏文字资料的佐

证，其自身保存的信息非常有限，在此基础上，我

们需要进行关联的拓展。因此，除了上述研究路径

外，我们还要借助现代的心理学及人类学的帮助。

对史前的艺术而言，认知心理学能为我们理

解史前人类的心理结构和认知能力提供一个普

遍的标准。比如，威廉姆斯就利用神经心理学的

最新成果，证明他的萨满教理论在史前时期的普

遍性［41］。在这个方面，现代心理学的格式塔心理

学流派对我们理解艺术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格

式塔心理学流派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的人的

认知规律，不仅为艺术的形式分析提供了基础，

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史前艺术的变化提供了科学

依据［42］。此外，现代人类学的民族调查中记载的

神话故事、传说、民俗、民间艺术、宗教内容等也

为我们理解远古人类的心理和精神生活提供了

佐证。这些神话故事、传说及宗教的记载几经流

传，其细节已经面目全非，其年代难以考证，多数

内容也荒诞不经。但是，在这些辗转流传的民族

志材料中却隐藏了与远古人类精神生活相关的

线索，如各种动物及神与地方及某种属性之间的

关系，动物与动物间的关系等。比如，在现在东北

地区的桦树皮工艺品上保留的戳点纹与白金宝

遗址某些陶器的纹饰还保持着相似性［43］。

再次，我们还需要借助相关的背景条件判断

史前艺术品的意义。对史前艺术来说，背景条件

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包含该艺术品的出

土关联，即在遗址中该艺术品的空间位置及与其

共存的其他考古遗存。与艺术品共存的其他人工

制品也像艺术品一样，能够反映当时社会完整的

认知和心理结构，将其与艺术品的分析相互对

照，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艺术品的意义。二

是自然地理景观。对于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艺术

品，如宗教雕塑、洞穴艺术、岩画艺术等等，其所

处的位置往往有特殊的意义，这对我们判断一件

艺术品在创作之初的意图往往有着关键的作用。

这两者将艺术品置于特定的情境中来考察，能够

进一步明确我们通过上述方法得到的判断。

最后，我们还需要把它与具体文化背景联系

结合起来。一方面，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史

前社会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它也会促进我们

更深入地了解艺术品的历史与文化意义。艺术品

是一定历史一定区域的人们文化生活的表征，既

是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群体运用物质

材料进行表达的途径。我们的研究不应止步于艺

术品意义的了解，而是要拓展到文化研究更深层

次与更广阔的领域。

近些年来，我们利用这一方法论框架对辽西

地区史前艺术遗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

定的实践经验。就兴隆洼文化筒形罐的装饰艺术

来说，其三段式的结构与生计方式、聚落形态、认

知方式等关系密切，通过关联的方法就把最底层

的环境与最高层的上层建筑联系起来，进而了解

一个较为完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44］。

也正是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研究中，我们也

实现了对艺术品意义更深入的把握。再比如我们

把查海遗址陶器纹饰特征与居址空间分析结合

起来，了解到半定居社会流动性的组织［45］。而某

些情况下，陶器表面的装饰却不是有意而为的，

如内蒙古的哈民忙哈遗址，我们最新的研究表

明，陶器表面的“麻点纹”是半专业化生产过程中

为了快速成器，在陶器毛坯外面围合编织物所导

致的，结合背景关联，我们进一步发现这是由于

哈民忙哈先民进入到农业生产的边缘地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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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获取资源，陶器装饰特

征因此也高度简化［46］。这三个研究案例显示艺术

遗存的研究也可以反映古人的生活状况，并不必

定局限在精神领域的研究上。

四 结语

史前艺术遗存的研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

务，提出观点并不难，而是难以让人信服；再者就

是如何通过相关遗存的研究达到深入了解古代

人类社会生活状况。通过分析旧石器时代艺术遗

存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我们注意到不同方法之

间存在层次、视角、应用范围等方面的区别。在此

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结合不同方法在内的关联

的方法，并且做了初步的研究实践，证明这个方

法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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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 Arts
CHEN Ji-ling1、2 CHEN Sheng-qian2

(1. School of the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o study prehistoric art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xplore the ancient societies particularly their
spiritual aspect. The methodology and approaches of such studies, however, are rarely discussed in China.
Among others structuralism and Shamanism are two most influential theories with which previous studies on
Paleolithic arts have been approached. These approaches cover a range of layers, perspectives and applica⁃
tions, and may be integrated into a contextual approach that this article is presenting. Some of our researches
have prov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perspective.

Key words: Prehistoric arts; methodology; structuralism; formal analysis; contextual approach

“中国博物馆协会出版专业委员会2016年会

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出版150期座谈会”在湖北宜昌举行

2016年4月7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出版专业

委员会 2016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湖北宜昌举

行。会议由中国博物馆协会出版专业委员会、湖

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江汉

考古》和《中国博物馆馆刊》编辑部承办，宜昌博

物馆协办，与会 60余名代表来自全国近 40家博

物馆、考古所、出版社等文博单位。中国博物馆协

会出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副

馆长陈履生，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所长方勤，宜昌市文广新局局长李进新

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在会议期

间，来自20家单位的22名代表分别做主题发言，

围绕文博期刊在现阶段的状况及未来的发展方

向等问题，同其他与会学者展开讨论。陈履生认

为，会议在国际化、数字化、市场化、专业化、地方

化等五大问题上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他还表示，出版专业委员会

将根据与会学者的提议，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完

成文博期刊一体化网络平台的建设，从而达到综

合展示并集中检索各个会员刊物的目的。

值此年会召开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馆

刊》出版 150期暨改版五周年座谈会”也同时举

行。会议邀请参加中国博物馆协会出版专业委员

会 2016年会的 60余名代表出席，中国国家博物

馆副馆长陈履生主持。与会专家在座谈会上畅所

欲言，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的现状与前景发

表各自的看法。学者们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的总体发展状况表示肯定，认为《馆刊》在每月出

刊的压力下，保持了较高的出版效率和印刷质

量。此外，代表们就《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的栏

目设置、信息化建设、刊物特色等问题展开了热

烈的探讨，并针对一些栏目和内容提出了具体的

建议。陈履生认为，本次座谈会在有限的时间内

获得了很多宝贵意见，需要编辑部认真研究。他

表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在未来的发展中，将

听取与会专家学者的建议，适当增加对各地博物

馆馆藏文物的介绍，进一步丰富各栏目的内容，

探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把刊物办得更

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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